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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在我国，知情权仅在政府的相关文

件中有迹可循，其并未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我国对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已初步取得些许成就，但瑕

不掩瑜，仍然存在缺乏宪法层面法理支撑、普通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体系化以及监督机制不够成熟等问题。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完善民主法治、建设阳光政府的必然途径，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需求。因

此，我国应顺应世界发展趋势，通过提升立法技术、完善普通法律体系建设以及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等措

施，让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的同时，还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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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right, citizens’ right to know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rights system. But 
in China, the right to know is only found 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know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 defects cannot obscure the defect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onstitutional legal support, lack of systemization of general legal system and immature supervi-
sion mechanism. 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 to know is an inevitable way to improve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and build a sunny government, and it is also a basic demand for building a modern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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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ruled by law. Therefore, China should conform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trend, by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legal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that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know is fully verified in 
practice, but also in line with our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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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情权作为一项通过法律维系公众与政府关系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实现自身价值、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表明了我国对于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

障已经纳入了法制建设的日程，这一举措使得构建公民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有了正当性，但是我国目前

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整，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特别是在国家处于应急状态时，极易出现规

避法律法规侵害公民知情权的情况，因此深入研究公民知情权的保障，特别是应急法治下的公民知情权

的保障是我国民主人权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2. 知情权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解读 

“知情权”最早在 1787 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里有所体现：“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

作”。随之，美国记者肯特·库珀在 1945 年 1 月 23 日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1946 年

联合国大会第 59 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此后，经过学者罗尔潮·克格斯的进一步研究，“知

情权”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使用。 
日本宪法学教授芦部信喜认为，知情权是要求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权利，进而公民的国务请求权和

社会权的行使成为可能，而信息公开法的制定是上述权利成为具体请求权的基础[1]。我国学者杜钢建认

为，广义的知情权是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自由，其对象包括官方消息、官方情报或官方信息，也包

括非官方的消息，情报或者信息，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指获取官方消息、情报或信息的权利[2]。对于知情

权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知情权是独立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基于人民主权的

原理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实现人民主权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 

2.2. 法律特征分析 

首先，知情权是基本人权。1946 年联合国大会第 59 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1948 年联

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公约》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不论国界、不论形式、不论媒介，将

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囊入其中”，此条规定重点强调知情权具有人权的基本属性。

在我国，公民的自由和生存均与知情权密切相关，故“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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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知情权是宪法性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公民不可替代的、不可转让的、稳定的、具有母体

性的共同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1969 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个判例均体现了知

情权是宪法中表达自由的一部分，肯定了知情权的法律地位；1987 年的《菲律宾宪法》也明确规定知

情权受宪法的保护；相较之，我国宪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的详尽条文，但对公民知情权的理论保

障仍可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规

定中有迹可循。 
最后，知情权是行政法上的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了一系列与知情权相关的概念，明

确了政府信息的概念和信息公开的主体，并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同时也规

定了知情权的救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有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这也是公民知

情权在行政法上实体化的最好例证。 

3. 应急状态下公民知情权保障必要性论证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为应对紧急情况，维持社会稳定往往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如为防止恐慌

封锁消息等。但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侵害公民知情权在内的相关权利，对公民利益造成损害。特别是突

发事件发生早期往往谣言四起，如果政府不及时公布真实信息，任由不实信息传播，一旦被不法之人利

用极有可能损害政府威胁，造成社会动乱。并且如果政府公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全面，也容易引发公众

猜疑，如果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还有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应急处置行为进行歪曲，导致政府公信力下

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人们常常根据获得的信息做出相应的行为，如果公众不能稳定、准确地

获知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信息，发现事实与自我认知背道而驰，就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

断。如在疫情早期由于部分的专家错误研判，对公众表示不明肺炎无明显人传人迹象[3]，导致疫情初期

公众没有做出预防行为，照常进行社会流动，导致武汉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因此，只有稳定、准确地获

知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信息，这样才能够实现社会成员对信息需求的稳定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并减少冲

突，增强各种应急状态下侵害发生的抵御能力。 
最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为尽快处置应急情况，政府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

中会出现被人错误理解、错误执行的情况。如在疫情期间多地都曾出现将不符疫情管控人员进行游街示

众的情况[4]。此时更需要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防止权利的滥用。而保障个体知情权是公民行使监督权

的“前提”。“如果民主国家中，不论间接或直接民主，有治理权的公民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要想治

理好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5]。知情权是公民监督权力的重要手段和前提条件，只有有知情权才能对权

力进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充分地了解、掌握权力运行中的信息，才能使公民理性的思考，

才能增强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感，才能推进应急状态下的法治建设。 

4. 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法律困境 

4.1. 立法保护尚未体系化 

4.1.1. 宪法层面法理基础的缺失 
公民知情权宪法地位的确立，依赖于宪法解释技术的存在，其往往需要遵循先将公民知情权解释为

“人权范畴”或“知情权是其他公民权利的基础”，然后将公民知情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以此来实

现知情权在宪法中具有正当性或基础性地位的路径。人权条款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兜底条款，我国《宪

法》第 33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控告、检举的

权利，上述均有所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不难发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现有列举已然突出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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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尚未列举的如知情权等，处于无法理基础证明其重要性也无可厚非，其也尚未达到不证自明的

绝对重要性，因此，就使得知情权在宪法层面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此外，《宪法》第 35 条虽然规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针对公民的知情权，仍停滞

于无规定可遵循的困境。 
不可否认，我国现行《宪法》不仅没有确立公民知情权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没有将知情

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明确写入宪法。我国国内学者对此的观点现处于“求大同”的阶段，宪法所

规定的公民的权利都需要以“知情权”为基础和前提，可以推导出我国的宪法预设了知情权。本文认为，

首先，推导出的预设和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在法律实践中的法律效果是大相径庭的，简单地将二者等同，

难免会丧失法学研究的严谨；其次，这种推导过于模糊，很难成为公民知情权相关立法的有力法律依据。

较之而言，知情权虽然在日本的宪法中没有直接被规定，但是却在判例法中得到了明确认可。同日本等

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公民知情权的立法保护，现阶段仍处于空白地段。 

4.1.2. 法律完整体系支撑的匮乏 
法律是权利救济和权利实现的有效保障，缺乏法律支持的权利如同虚设。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有关其的相关规定只是散见于政府的相关文件中，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外》，我国目前并没

有专门性的法律对其进行详细规定。但除我国外，部分国家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已经系统化、完

整化。如 1983 年芬兰颁布《官方文件公开条例》、1991 年日本颁布《行政信息公开条例》、美国 1789
年颁布的《宪法》中不仅间接性的规定了公民的政府信息知情权，后续还颁布了与之相配套的政府信息

公开法律，如 1966 年颁布《信息自由法》、1974 年颁布《电子信息自由法》。间接反映我国目前有关

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这不仅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应急法治下的公民

知情权处于于法无据的困境，而且揭露了我国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立法空白、衔接不够紧密等纰漏。部分

有损公民知情权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讲，已经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范畴，但是要对其定性为违法，却

又找不到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支撑，这就导致相关利益人员在进行维权的时候无法所依，也进一步滋

生了损害公民知情权的行为屡有发生。综上所述，于保障公民知情权而言，法律制度层面的立法仍任

重而道远。 

4.2. 信息监督机制不健全 

4.2.1. 信息发布制度不够成熟 
信息就是生命，公开就是最好的防控。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现已建立突发事件的信

息发布制度，并且对信息发布提出了“及时、准确、全面”的要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也已经建立

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行政主体要及时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其所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

“及时、准确”。以上规定均旨在确保政府发布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但是在

实践中却屡屡发生疫情信息闭塞、公开不及时、不准确以及延误公众掌握疫情信息最佳时机的现象，这

不仅与法律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也使得法律规定沦为“纸上谈兵”，更让应急法治下的公民知情权保

障陷入“虽有法而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 

4.2.2. 政府欠缺行政预警能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其实早有预警，但预警信息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究其原因，社会公众的风

险信息预警并没有得到行政机关应有的重视，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风险应急信息的交流机制，政府预警

能力的欠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信息的需求。毋庸置疑，这就致使公民的知情权面临严峻的

挑战与冲击，也使得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焦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沦为形式化。故如何拓宽政府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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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增强政府的信息预警能力仍然是现阶段法治政府建设的难题之一。 

4.2.3. 新闻媒体监督力度不够 
新闻媒体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媒介和沟通纽带。媒体是法治社会构建完整监督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引导和滋生舆论走向的重要工具。我国的媒体报道受权力机关的制约和控制是当下新

闻媒体发展的整体趋势，权力是把双刃剑，要想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就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提出了专

业化、客观化的高要求。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权力者的肆意干涉，媒体是否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监督

依然是现阶段的难题之一；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尚没有相关法律约束记者的职业行为，专门性法律的缺

失最明显的漏洞就是仅凭职业道德对其进行约束，将导致社会监督乏力。新冠疫情期间，有失偏颇的新

闻报道已是常态。新闻媒体如何履行其自身监督职责、社会如何加强对媒体的监督，是建设公民知情权

保障发展的必然路径。 

4.2.4. 公布内容缺乏边界性 
《传染病防治法》第 12 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第 36 条、第 40 条均规定了众多部门有权收

集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疫情过程中，扭曲信息公开的本质，误将信息公开等同于隐私公开，违法公布

个人隐私的事件直接导致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被报道对象的隐私权显得尤为脆弱。如有媒体报道

多名确诊人员的个人信息在朋友圈被疯狂转发，经调查后得知相关信息的泄露源头是工作人员[6]。究其

原因，突发事件中，公众迫切需要掌握高危人群的详细信息，政府在公布信息的时候无法克制过度收集

公民信息，也无法避免过度披露个人信息，同时也未能对现有收集的信息进行安全性保障。公共事件患

者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基于知情权产生的疾病防治权乃至生命健康权利之间必然存在冲突[7]。公

布内容缺乏边界性是公民权利冲突加剧的关键性因素。 

5. 公民知情权保障问题之缘由分析 

5.1. 各地区法治化参差不齐 

法治发展是指法治转型、发展、变革的具体过程，区域法治发展是相对于国家法治发展而言的，是

在法治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遵循法治发展的整体宏观指导，在相关特定空间范围内建构有机协调的区域

法治秩序，从而推进本区域的法治进程。“公民知情权”的发展机理和规律内存于区域法治的发展，其

自提出以来，由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社会背景、发展定位、网络信息化程度、人口素质等各方面均各

具特色，因此在“知情权”的相关政策制定、执行以及贯彻落实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

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应急法治下的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水平和质量，更

关系到法制建设的一体化进程。 

5.2. 相关人员受利益影响较大 

首先，缺少有效的问责机制。在实际个案发生时，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没有明确的规

定。纵使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第 34 条、第 35 条规定了依法对不履行公开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给予处分”的方式对其追责。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贯彻落实。经常发生

以所谓的“未经授权不得披露”来规避疫情防控治理的责任。究其原因，第一，对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

较轻，触及不到责任主体的切身利益；第二，该条款的规定过于简单，对于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行政机关

的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没有明确的规定。问责机制也因此尚未发挥其效力，进而阻碍了公民知情权保障

工作的开展。 
其次，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很多人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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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到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官方”赐予的。绝大多数公民习惯性地对政府的命令听之任之，

纵使有奋起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后也碍于维权程序的繁冗而放弃初衷。反之，在西方国家，人民根据利

益和意志自由的需要，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得到政府的法律认可，便成为一种法定权利，

自然权利变成法定权利往往是人民主动要求的结果[8]。不难发现，我国公民对待自身权利的态度是被动，

甚至是“放弃”的。正是由于这种消极意识的产生，直接导致公民缺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热情，以及

对侵害自身权利的现象不以为然。 
权利与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一组相对性概念，在权利与权力相制衡的过程中，一般是以权力为本位。

在实践中，政府作为掌握大量至关重要信息的主体，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优越感，尤其在应急状态下，

信息内容以及信息种类的公布，政府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为了一己之私，相关的干部形式主义一定

程度上仍然存在，再加之对政府并没有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就造成一些政府官员官僚主义严重。比如

一些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此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颠倒也已经是当下造

成公民不能维护其利益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政府在实践生活中一般充当管理者的角色，但由于公民的盲

目遵从和崇拜，忽略了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6. 我国公民知情权法律保护的改进建议 

6.1. 公民知情权立法保护完整化 

一是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地位。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由宪法加以规定，这

是宪法文化经历二百多年的沉淀后形成的常识”[9]。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体之一，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

有无直接决定了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宪法是母法，是一切其他法律的制定依据，宪法的效

力高于一切其他法律，一方面为了凸显公民知情权是宪政理念下基本人权的产物，另一方面为了杜绝实

践中于法无据现象的发生，应当将公民知情权明确纳入宪法保护。这一举措在为制定公民知情权保护的

相关立法提供宪法依据的同时，也为公民知情权的保护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依据，对于法治现代化建设而

言，也是质的飞跃。 
二是加强普通法律的体系化建设。以保障公民知情权规范应急法治下的政府行为，做到重大的决策

于法有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有关“知情权”的立法，为了发挥法律的实效性作用，现

阶段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需认真贯彻和落实。许多有关“知情权”的规定都涉及现行法律，法律

应该适应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迫切需求，抓紧“立改废释”。总书记反复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

的时候，越是要坚持疫情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如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2007 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给实务中政府如何保障公民知情权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但是此条例

是一部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相对而言较低，我国法律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故而其在实践应用

中往往与上位法发生冲突。因此，高位阶法律的制定已是形势所需。 

6.2. 健全公民知情权保护监督机制 

6.2.1. 构建信息发布机制多元化 
“风险知情权并不仅限于把已有的信息公布，而涉及建立一个整体的信息搜集、交流、发布机制”

[10]。在 2019 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互联网技术在此次疫情救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

运用。据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获取疫情相关信息 95%都通过手机实

现，移动网络成为了疫情信息传递的关键通道，而微信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最重

要渠道[11]。互联网手段助力疫情防控的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广泛推广。“在我们所处的高科技时代里，互

联网科技是处于最领先地位的科技，它挟以泛在的网络推动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全方位改变以及由此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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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学理论的变革”[12]。2020 年 2 月 3 日和 2 月 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加强信

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

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 + 医疗”的优势作用，因地制宜采取信息化手段，切实保障应急法治下

公民知情权落实的多元化。为充分实现公民在应急法治下对于风险信息的知情权，还应当将风险预警信

息发布与公众、专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多元互动机制置于信息发布机制多元化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 

6.2.2. 提升政府应急预警能力 
政府现阶段的风险预警能力已经无法迎合社会公众在应急法治下知情权保障的需求，显而易见，如

何提升政府的预警能力，已经是当下适应改革迫切需求的难题之一。政府对潜在风险的预警能力的提升，

不仅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基石，更是加强政府与公民密切联系、保障公民知情权落在实处的前提。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3 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相应级别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

预警期的权力。首先政府需要加强自身对应急信息的洞察，对第一手信息进行及时、准确的预警；其次，

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构建主体多元化的应对机制。“风险社会在没有一个各方都共同认可的社会理

性基础时，需要通过谈判讨论的方式来形成一个使社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可以凝聚各方力量的社会理性

基础”[13]。可见“仅仅依靠政府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现危机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调动一

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应对危机，以弥补政府功能之不足，减低政府救治成本”[14]。如加强政

府预警决策人员与相关领域专家的沟通交流，让专家积极参与风险信息的预警以及发布决策之中，以此

来确保对于风险预警信息的安全性评价和准确性的判断，只有如此才能发挥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大效用。 

6.2.3. 加强相关媒体监督力度 
新闻媒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其是公民获取信息的

重要途径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手段。社会公众对于新闻媒体的刻板印象仍处于新闻媒体是权力机关

的宣传工具，可见，新闻媒体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不受任何机关干涉、侵害的公正报道信息，有效发挥

其监督作用。此外，现代媒体有效地促进了疫情风险信息的传播，社会公众可以随时通过媒体了解疫情

的发展和防控情况。但由于针对监督媒体专门性法律的缺失，使得媒体肆意报道的现象屡见不鲜。进一

步规范新闻媒体行为，保障公民接收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防止媒体受相关利益左右进而篡改信息、

扭曲报道，则成为了加快新闻媒体制度改革的必要路径之一。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新闻

媒体的管理由政策向法制转变，建立健全有力保障的法律机制，尽快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法

律法规。 

6.2.4. 公布内容合理划定边界 
“信息公开”不等于“隐私公开”，厘清二者的界限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基础

性工作。比例原则的遵守是对疫情公布内容边界进行明确规定的必然追求，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实现目的或者有助于实现目的并且其

是正确的手段，公布相关的感染者信息显然对防止感染范围扩大、保障社会公众健康有积极的作用。必

要性原则是指达成目的存在多种措施时，要综合考量各种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最终选择对人民

侵害最小的措施。狭义比例原则是指在保障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从而做出适当的抉

择。针对个人信息中患者的行程轨迹应运用比例原则进行选择性的公布，如只公布患者的大致活动区域，

而不是公布其详细地址。“无规矩不成方圆”，公布内容边界的合理划定，依赖于应用比例原则对疫情

内容的综合筛选。 
充分考虑权利与义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信息发布机制成熟化的表现之一，“在应急状态下，由于

公民的权利会受到比平时更多更严的限制，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平等对待、比例等利益均衡原则，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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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采取措施的实质合理性”[15]。权利是有边界的，对其加以限制也合乎情理，但是限制的标准也理应

符合利益平衡。美国皮文睿在其撰写的《公法》中表述“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原则，它本身就

是目的，权利制约利益，其本身并不把功利和社会效果作为基础，而以其自身的演化与利益相悖的道德

原则作为基础。任何个人、政府及社会都不能随便地强加某些事于他人，即使这样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

利益”[1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于确诊患者个人信息的合理保密，无疑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

的平衡。 

7. 结语 

应急法治是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侧面印证，也是考验法治化是否达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块重要试金石[17]。保障公民在应急状态下的知情权是政府有效应对突发事

件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应急法治下公民知情权保障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出我国现有应急法治体

系建设的不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当前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大背景下，我国公

民知情权保障仍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而大多数人依旧懵然不知，立身阽危之域，却丝毫察觉不出嗟悔

无及的危境。因此，我们不能仅对于现有有关公民知情权保障取得的初步成就而踌躇满志，我们更应该

放眼于未来，登高望远，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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